今文經學：

  

1、 來源：

今文學派是兩漢間以儒家經書研究而形成的學派，它的出現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史記李斯列傳中記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諧守慰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鯨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這一個政策，被秦始皇執行了，於是除了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以外，民間所藏的先秦百家之書盡皆焚毀，僅存官方所藏，也只有官方職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閱讀。

  

　　博士官即官設的學問師、教導師，秦已有之，不限儒家之學，精通諸子百家者亦設為博士官，博士官所學，幾如戰國時各國食客之駁雜。秦始皇焚書坑儒，原只為禁絕民間之議論，是一個思想控制之政策，而非出於學派壟斷之謀，因此民間固無藏書，但官方所藏仍多，可是在隨後項羽火燒阿房宮之際，就連秦官方之先秦藏書亦為焚毀，於是儒家經典與儒學的傳播同時消失。

  

  　漢初承秦制亦立博士官數十人，不限儒經，又及漢初政策重休養生息，以刑名黃老之學為政治措施之指導原則，這是雜揉道家、法家之學的一套政治哲學，也是西漢初年最高統治者的意識型態，甚至有因儒學觀念之堅持而遭致迫害的，如景帝時的轅固生及武帝時的趙綰、王臧，都是因文帝皇后竇氏的堅持，前者險因刺豕而死，後二者則因而自殺。因此在西漢初年的這種風氣之下，過去被禁絕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個緩慢的過程中復甦，而不能有具規模的學術重整運動。然而儒學中所包含的重禮儀法度的經世之學之面貌，本就有在任何王朝政權中得以發展的生存條件，高祖時有陸賈著新語十二篇、叔孫通率儒生為武帝制朝儀、文帝時有賈誼著新書等事，皆以儒學觀念為基礎。西漢儒學之興盛，當首推武帝及董仲舒之功，然論及今文學派之形成，則應以五經博士官之設立為更重要的條件。即詩經，書經，春秋經，禮經，易經等。

  

　　最初，少數耆老開始講學，而儒家經書也在口耳傳授之際以漢代通行的隸書體文字寫成，若干儒學大家也開始在西漢政府中得立為學官，其中，與今文經學之興起有關的經學博士官，在漢文帝時立有三位，是傳詩經的博士：申培公、韓嬰兩位，及傳授書經的伏勝的弟子歐陽生博士；景帝時，又設了三個博士官：詩博士轅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此時，詩有三家，春秋有兩家，書有一家。到了漢武帝建元五年春，援公孫弘之建議，置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於是增加禮經博士官及易經博士官，又依董仲舒之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此，儒家經學的研究遂成為西漢官方所重的唯一學術傳統。至此以後的兩漢之際，雖仍有道家，道教傳統及自然科技思想的發展，但兩漢學風的代表性風貌，便成為儒學的天下，當然兩漢的儒學也是駁雜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

  

　　這些被設為博士官的諸學者，都是在師承傳授下的經學研究，其所依之典籍為西漢文字新編之儒經，故可稱為今文經學。武帝時，公孫弘又建議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祿，而兩漢之際，五經博士官數及弟子人數皆不斷增加，幾乎就是一個擁有政治勢力的學術團體。他們在對經學解釋及對政府體制、政策之意見上，形成了特殊的觀點，與後來發展出的另一批古文經學研究者的觀點多有不同，兩派較競，造成了兩漢學術史上重要的今古文經學之爭的歷史局面，古文經學者為與其區分，遂自稱為古文經學學派，並稱其為今文經學學派，於是有今文學派之名。

  

二、內容：

  

　　１．今文學派之名義：今文學派指的是兩漢學者以儒家經典之研究而成立的一個學術傳統。它在學術研究上的基本特性有三：首先，這是漢代的儒學學統，是對儒家經書作研究而成立的學術傳統。但嚴格地說來，它研究的典籍雖是儒經，而表達的觀念卻是漢代的思潮，是一個融合了先秦各家學說，而以儒家面貌表現的漢代儒學；其次，因秦火之後典籍蕩然，今文學派所依據的儒學經典，是經儒生口授相傳而以漢代通行的隸書體寫作之書。這就預留了當以先秦古文字寫作之儒經被發覺後，將出現新舊不同觀點之爭辯空間；第三，它在解經時的理論性格極富創造性，且充滿了宗教神學的意味，這是基於兩漢之際的學術風氣而有的表現。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學，就是最能體現兩漢自然科技知識、及宗教神學迷信發達的理論性格。

  

　　此外，由於以先秦時期的各國文字體寫成的儒家經典陸續被發現，經過學者研究之後，不僅在文句篇章上不同於現存今文經學派的經典，更在於對社會禮俗、政治制度及哲學命題上產生了不同於當時學術思潮的觀點，且強調還歸先秦義理的樸實學風，遂有所謂古文學派之興起，成為與今文學派較勁的新的學術傳統，此即兩漢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總之，今文學派就是漢儒中以當時流行文字所寫成之典籍為依據，而在形上學上側重宗教神學面、在社會政治哲學上側重配合新時代提出新建制觀點，以闡述儒學理論的學派。

  

　　２．今文學派的具體表現：今文學派學者的學術活動，隨著儒家經學研究風氣的興盛，逐漸與漢代政治活動結合為一，其具體的表現就是成為漢代官方明立的博士官，一方面成為官方政策的理論來源，另方面也作為批判及引領政策的知識傳統。今文學派成為漢代的官學的發展過程，又隨著博士官的紛紛設立而更加穩固下來。雖然在王莽時期及東漢以後曾因若干古文經學被立為博士，稍受挫折，但就官方層面而言，今文經學派可謂在兩漢之際都獲得政府的重視。在研究以今文寫作的儒家經典的學者中，尤其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為成就最大者，他的理論性作品中充滿了漢代人的新知識觀點，有濃厚的神學宇宙論及宗教政治學的色彩，可以稱為今文經學者中最能代表兩漢思潮的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基本上，今文經學者與古文經學者觀點相異的論爭焦點，相當大一部份也就在於對春秋學的詮釋、理解觀點之差異上。

  

　　３．春秋學的學術傳統與今文經學有重要的關係，這是因為董仲舒即以公羊春秋學之研究而建立了今文學派的理論基礎，由於他的理論為武帝所需，武帝以後，許多政治體制的議題辯論，也都環繞在春秋學的詮釋觀點中，成為今文經博士官學中與政治問題最有關涉的學門。春秋為孔子據魯史而作，戰國齊人相傳為子夏弟子的公羊高作春秋公羊傳，側重春秋微言大義的義理發揮，戰國時魯人穀梁赤作春秋穀梁傳則立論較為平實，然兩者皆為今文經學派所側重的經典。最早於景帝時有董仲舒及胡母生因公羊春秋學被立為博士官，武帝時研究穀梁的經文家與公羊春秋派辯論，公羊仍勝，後至東漢宣帝時，穀梁春秋亦立學官，此為今文學派的內部之爭，至西漢末之劉歆在官方蒐集而尚未整理的藏書處校閱古書時，發現了許多古文版本的經書，後建議立古文經博士時，始有古文學派的左氏春秋與今文家的春秋學之競爭。

  

    ４．今文學派的其他特色：首先，他們十分尊崇孔子，把孔子抬到相當高的地位，認為他是受命的素王，而六經皆孔子所作，是孔子發揮自己託古改制思想的作品，亦因此認為劉歆所提的古文經書是其偽作；其次，由於今文家把六經當作一次創作的教材，故而將六經由淺到深依次排列為：詩、書、禮、樂、易、春秋，而不重視它們在歷史上的客觀產生次序；再者，今文學派師承傳授皆歷歷可考，且在西漢皆立為學官，因此後學特重師法、家法，一方面謹守門風二方面愈形繁瑣；第四，在對政治問題的觀點上，今文經學家多體現現實，為大一統帝國及君王統治之需，提出符合漢王朝利益的政策觀點等。

  

三、影響

  

　　１．自從經學研究成為官方肯定的專業學問之後，就已顯示了政府與學者都將以之為政治措施的觀念來源，而這也正是先秦以來的儒家學派的根本關懷，然而在今文經學家的學術風氣上，尤其以董仲舒的春秋學理論建構肇其端，既重視春秋中微言大義的引申於時政之上，又強調天人感應之神學目的論世界觀，在配合了西漢宗教迷信發達的時代風氣之下，今文經學家的理論遂提供了讖緯迷信之術的發展空間，同時在對政治措施的影響方式上，逐漸與讖緯神學合匯，尤其是王莽與劉秀在奪取政權之際皆公開利用，甚至將若干讖語編為官書明白昭告，都是使讖緯之術發達的因素，這樣的政治風氣顯然不是歷史的常道。今文經學的這種研究風氣，直至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等融合今古文經學的學風出現後而告中斷，而讖語之術雖經兩漢以後歷朝的明令禁止，卻仍保留在道教傳統中，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神學迷信方式，持續地影響著中國的政治歷史。

  

    ２．今古文經學之爭的思想意義及歷史定位：就今古文之爭的意義而言，政治上的意義是，因官學而有的政治利益集團間的鬥爭；文化上的意義是，開創帝國氣象的政治與神學結合的知識活動，與回歸先秦的義理與考據結合的知識活動之競技；理論上的意義是，漢代新起之天人感應災變的宇宙論，與樸實的先秦人倫進路之世界觀的交戰。就今古文學風在思想史上的定位而言，在作為政治意識型態學而建構的解經體系意義上，兩者對於兩漢時政皆有實際的影響力量，而其個別學術力量的起落則與官方的抑抬有互動的關係；在作為儒學發展的一個環節的意義上，古文經學派對於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訓詁工作有重要貢獻，而今文經學派則側重地發揮了儒學與政治活動結合的義理詮釋工作；在作為哲學思想的創造面意義來看，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學在哲學觀念的創造上的成就都不大，相較於漢初黃老、道教哲學、淮南子、抱朴子等，整體地說皆有遜色，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結合天道神學與陰陽五行說，及易學官學結合了兩漢的天文氣象學知識才頗有理論上的創造力。

  

參考書目：

  

《董仲舒》　韋政通著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初版。

《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  任繼愈主編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　唐君毅。

《春秋繁露今註今譯》　賴炎元註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二版。

《陰陽五行及其體系》　鄺芷人撰　文津出版社　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中國哲學辭典大全》  韋政通主編 水牛出版社  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史》  鄺士元著  里仁書局  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

《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82.10.31.

　

第 1 頁，共 4 頁

